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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传体文“私人叙事”特征析论

李三卫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古代史传文学在叙事风貌上可分为“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两种形态，前者以群体抽象为基础，

追求主题意义的高远，后者以个体经验为支撑，追求情感记忆的真切。明末清初，面对时代巨变，以文存史的观

念促进了传记文的创作繁荣，整体上呈现出“宏大叙事”的倾向。但是侯方域的传体文却能独树一帜，无论是传

主选择，还是主题内容，都呈现出鲜明的“私人叙事”特征。探究其成因，与侯方域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性情有很

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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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方域（１６１８—１６５５），是清初著名才子，他出
身于官宦世家，父祖位至通显，立身方正，在士林
有很好的名声。方域少有才名，青年时结交当世
名人，备受称誉，清初宋荦编选《国朝三家文钞》，
将其与魏禧、汪琬并称为清初古文创作的“三大
家”。而且在“古文三大家”中，侯方域当时的名声
俨然凌驾于其余二人之上，“当时论古文，率推方
域为第一，远近无异词”［１］１１９６。
中国自古史学意识发达，传记文创作发轫于

《史记》，不仅在之后成为官方史书的标准体例，而
且激发了后世文人学者的创作热情。“传者，传
也，所以传示来世”［２］１０，传记文虽然主要承担保存
历史记忆的功能，不过从叙事学的角度来看，文人
学士之作往往体现出“私人叙事”的倾向。
这里需要解释两个概念———“宏大叙事”和

“私人叙事”。“在历史叙述中，以个体经验为基础
的‘私人叙事’（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与以群体抽象为
基础的‘宏大叙事’（ｇｒ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构成了一对
相互紧张的对应关系。”［３］在《先秦叙事学研究》一
书中，傅修延进一步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定义：

　　“宏大叙事”（ｇｒａｎｄ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与“私人
叙事”（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是一对对立统一的
叙事范畴，题材重大、风格宏伟的史诗以及许

多类似的官方记事应该属于“宏大叙事”，而
建立在个体经验基础上的记事无疑属于“私
人叙事”。［４］

如果用这对概念去审视明末清初的传记文创

作，会发现在当时的文人学者的创作中，“宏大叙
事”这种更多体现在官修正史中的叙事风貌，却占
据着压倒性的优势地位，而“私人叙事”却被挤压
到了非常边缘的位置。究其原因，与当时特殊的
政治与时代的原因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在那不断
求“大”的时代话语背景当中，侯方域并不算太多
的传体文作品却体现出向“私人叙事”的步趋，显
得非常独特。

一、明清之际传记文的
“宏大叙事”倾向

　　明清易代对当时士大夫的精神冲击甚大，顾
炎武认为当时的情形是“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
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５］。这种“亡天下”的
可怖局面，促进了明清易代之时传记创作的繁荣。
中国自古相传的“以文存史”传统，一直强调

记录兴亡变迁的轨迹，而明清之际纷纷纭纭的忠
义奸邪，其沉浮显隐，也需要能够发挥“扬善惩恶”
作用的史传文字记载始末，流传后世。所以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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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作品创作十分繁荣。一方面，当时出现了数
量繁多的私修史书，“几乎清初的士大夫都有明史
著作，谢国祯《增订晚明史籍考》，长达２０卷篇幅，
涵容文献千余种，充分说明这个时期明史的著述
之繁”［６］３；另一方面，文人学士创作传记作品的热
情高涨，如钱谦益的《钱牧斋全集》为３００多人作
传，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思旧录》等作品中有传
记上千篇，汪琬集中有传记作品１０１篇，全祖望文
集中传记作品２１２篇等。［６］４

翻阅当时文人学者的传记文作品，会发现它
们在总体上有某种一致性，具体来说，体现出以下
两个特征：
首先，传主选择上以忠臣孝子、遗民隐士为

主，创作主题以表彰忠孝节义，探讨治乱兴亡为追
求。与侯方域并列清初“古文三大家”的魏禧，在
自己的《魏叔子文集》当中有一段话，很能代表当
时的文人学者对传记文创作的一般看法：“文章之
体，万变而不可穷莫如传……仕宦政事足取法，得
失关国家故者，必详书，不敢脱略驰骋、求工于吾
文已也，盖以为信史之藉手云尔。于表志也亦
然。”［７］“仕宦政事足取法，得失关国家故者”强调
的是重视有关治乱兴亡的大题目，“盖以为信史之
藉手云尔”则表现出要以文存史、补史之阙的目标
追求。从《魏叔子文集》来看，魏禧是实现了自己
的创作理念的：文集中传记文，大部分写的是忠
臣、循吏、孝子、烈妇这些“足取法”的人物。除了
魏禧，钱谦益也曾自述其传记文创作理念：“苏子
瞻之状司马君实曰：‘非天下所以治乱安危者皆不
载。’谦益犹是志也。”［８］６８７作为私淑弟子，全祖望
在为其师黄宗羲所写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言其
“多碑版之文，其于国难诸公，表章尤力”［９］。这些
著名的文人学者，不约而同地选择在传记文创作
中承担起探讨兴亡、表彰忠义的大主题，显示出了
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
其次，叙述上严守史体，不以呈才使气为工。

中国历史上的史传作品，在写作态度上讲求“不虚
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唐代史学家在其史学理
论名著《史通》中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
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２］１５６明末清初的传
记文，因为书写易代之际的大事件，表彰守节殉难
的忠臣烈女，题材本身沉重，加上文人学者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的大追求，使得其时的传记文创作多
趋向于严谨、工整、沉实的艺术风貌，正如魏禧所
说：“故详密者，史之体也，班氏为正”，只有严正的

史笔，才能与相应的题材和创作目的相配合，“定
公案于一时，传信史于来世”［８］１２４４。与侯方域、魏
禧并列“古文三大家”的汪琬也说：“小说家与史家
异。古文辞之有传也，记事也，此即史家之体
也。”［１０］他自己所作的传记文，出语审慎，风格雅
正，《四库全书总目》即赞其“惟碗学术既深，轨辙
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１１］１５２２。
这些特点，形成了清初散文在总体上向“宏大

叙事”的步趋：传记文的写作不再仅仅是以生花妙
笔表现传主的独特人生历程，而是努力地负载更
宏大的主题，搭建出更广阔的视野，生发出更深长
的意义。这种“宏大叙事”的趋向，使得明末清初
的传记文创作，整体上呈现出了深沉悲慨的艺术
风貌，在中国古代的传记文创作历史上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在这种整体的写作氛围当中，侯方域的

传体文却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不断向“私人叙事”
步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表达，显得独树
一帜。

二、侯方域传体文的“私人叙事”特征

　　综观侯方域的传记文创作，他既学习前贤如
韩愈、柳宗元等人，又能自出机轴，“天才英发，吐
气自华，善于规模，绝去蹊径，不戾于古，而亦不泥
于今”［１１］１５２３，所以获得了极大的声誉。侯方域的
传记文在传主选择和叙事旨归上，表现出向“私人
叙事”步趋的特点，其叙事的目的，不求延展至天
下兴亡的大主题，而是向一家一姓的感受和记忆
靠拢，显示出“私人化”写作的倾向。

１．传主选择上的“舍远求近”。为什么人作
传，很能体现作家的传记文创作思想，作家选择的
过程，也是贯彻自己的创作理念的过程。侯方域
的传记文在传主的选择上，就鲜明地体现出“私人
叙事”的倾向：十篇传体文中，记祖父一（《太常公
家传》），记叔父一（《司成公家传》），记友朋三（《贾
生传》《吴伯裔伯胤传》《徐作霖张渭传》），记祖父
之同僚一（《汤御史传》），记父亲之旧将一（《宁南
侯传》），记情人一（《李姬传》），记优伶一（《马伶
传》），记抗清义士一（《任源邃传》）。除了《马伶
传》和《任源邃传》以外，其余的传主，要么是于自
己关系亲近之人，要么就是与自己家族关系亲近
之人。而《马伶传》写于南京应考期间，故事采自
耳闻的一则传说；《任源邃传》的主题虽是表彰忠
义，创作缘起则是国变后南游期间友人的委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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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即使是这两篇传记的创作，与当时众多的传记
作品相比，也有很鲜明的“私人”印记。

２．审视风云人物的独特视角。“横看成岭侧
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样的一个人一件事，
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因为其叙事旨归不同，会展现
出不同的风貌来。明清易代，体现在传记文的创
作中，往往表现为对时局的格外敏感和对家国天
下的热切关注，但是在侯方域的传记文中，却表现
出截然不同的叙事旨归。
这一特点尤其鲜明地体现在《宁南侯传》一文

中。此文传主左良玉，是当时著名将领，在明末的
动荡中，左良玉“立功最早，威名重一时，强兵劲马
皆在部下”［１］２８３，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且周旋
于崇祯、满清、弘光之间，经历了明清易代的一系
列重大事件，选择这样的一个人作传，对于记录明
末清初的历史，剖析明亡清兴的形势是一个绝佳
的切入点。本来很容易走向“宏大叙事”，但是侯
方域在写作中，却没有按通常人所做的那样去剪
裁素材，而是以父亲侯恂对左良玉的知遇之恩和
左良玉对侯恂的尊敬感激为主线来结撰全文。此
传开头介绍了左良玉犯军法当死，投奔当时在昌
平练兵的兵部侍郎侯恂，侯恂惜其才，不以轻贱待
之，提拔左良玉带兵去解大凌河之围；接着文章又
写了左良玉出征，尚有名无字，侯恂赠字昆山；侯
恂被任命为督师，左良玉大喜，派兵五千隆重迎
接；朝廷疑忌，撤掉侯恂，以他人代之，左良玉大发
怨言，与朝廷更加离心；左良玉驻军九江，欲率部就
食南京，赖侯恂去信劝告才作罢。如果与《明史·
左良玉传》相比较，我们会发现，这篇传记并不能
做到对左良玉其人全面公正的记述，而只是侯方
域或者商丘侯氏眼中的左良玉。文章最后归结在
对将帅知人善任的感叹中：“然则将苟有材，得其
人以御之，虽卒伍可也，而况于公侯哉？”［１］２８４曲终
奏雅，余音袅袅，读者阅文至此，留下最深刻印象
的恐怕不会是叱咤睥睨的大将军左良玉，而是仗
节军中知人善任、优容人才的侯恂吧。
在此，侯方域实现了将影响历史发展的重要

人物“私人化”书写的目的，这种书写可能没有官
方史书记载的那种宏阔视野，但却表现了书写者
侯方域个人视域下的历史人物形象。

３．死难者传记的哀婉凄恻。与明清之际其他
文人在写到战乱之中友朋被杀的惨事时，往往奋
笔疾书其忠孝壮烈，显得慷慨淋漓不同，侯方域在
写到这些自己最亲近的人物时，并没有刻意去夸

大他们在遇害时的凛然正气，而是更多地从一个
朋友的角度，去描述命运的残酷，生命的脆弱，从
而抒发自己的悲哀之情，又一次展现了侯方域传
记向“私人叙事”的步趋。

《吴伯裔伯胤传》写同乡两个友人，两人皆少
年英 才，吴 伯 裔 “为 人 沉 练 英 博，慷 慨 负 大
志”［１］２６７，而弟弟吴伯胤则“风流文雅，美须眉，善
书”［１］２６７，作者认为两人都是经世之才，可惜年纪
轻轻就遭遇战乱，死在了乱兵之中，对此，作者自
然是惋惜哀伤不已的。传记还特别记述了两人死
后，其老父目盲，尚不知儿子的死讯，家人为免其
伤心，就让人伪装成吴伯裔和吴伯胤的样子站在
老父面前，“父辄以手摩之而喜，既乃审其妄，坐土
坑上，搏膺而呼曰：‘裔、胤皆何往乎？老人安归
乎！’哭大痛而无泪，不绝声三日，亦死”［１］２６７。老
父亲的悲伤哀苦，让人不禁心颤。

《徐作霖张渭传》则记另外两个有怀才不遇的
友人，张渭狷狂，曾以唐太宗时大臣马周自许，徐
作霖有经世之才，曾在对策中针对当时的政治举
措提出“若崇任苛深，责文法，恐天下乱”［１］２６９。但
是两人也像吴氏兄弟一样，死在了李自成攻破商
丘的战乱中。对此，作者哀伤友人的惨死，悲叹命
运的无据，在结尾的论赞中尽情倾吐痛苦与惋惜
之情：“呜乎！古之死而不知其所者多矣！其怀材
质者，或不得见用于世，而传之亦异，又足悲
也！”［１］２７１

虽然李自成军与满清军相比，少了民族矛盾
的属性在其中，可是作为灭亡明朝江山的军事力
量，明末文人往往以“逆闯”“贼”“寇”之类称呼之，
但是侯方域在写作传记的时候，却把视角转向了
对友人不幸命运的痛惜，显示出一种在当时比较
特殊的“私人叙事”趋向。

三、“私人叙事”的魅力及其形成之因

　　侯方域传记文的“私人叙事”倾向，显示出独
特的艺术魅力，对史料的留存和传记文表现领域
的开拓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私人叙事”倾向
的成因是耐人寻味的，既与其独特的家庭成长环
境有关，也与其本人的性情和经历有关。

１．叙事魅力。首先，素材选取独特，可补正史
之阙。因侯方域作传，好选取自己熟悉之人，其所
记述，多有独得的材料，因而使自己的传记文有了
“补史之阙”的史料价值。侯方域的传记文中，写
祖父侯执蒲、叔父侯恪的传记，在素材来源上的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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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独厚自不待言，即使记叙朋友（《吴伯裔伯胤传》
《徐作霖张渭传》），记叙情人（《李姬传》），记叙伶
人（《马伶传》），也因为接触到了传主本人，对传主
性情知之甚悉，所以对其事迹的呈现往往能道他
人所不能道，言他人所难以言。即使侯方域本人
未曾有过接触的人，也因为传主与自己家族有较
亲密的关系，能获知一些他人不易获知的材料。
如《汤御史传》的传主汤兆京，侯方域并没有见过，
但汤兆京乃是宜兴陈贞慧岳父，陈贞慧与侯方域
又为儿女亲家，汤兆京与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又
曾同朝为官，所以在记叙汤的一生时，记叙多有所
本，一些事迹更是外人不能道。如结尾处写了汤
兆京的一件琐事：“有僧达观者，善言佛法，居京
师，公卿见者皆膜拜。李太后方好佛，尝取达观所
噀水入宫禁，谓之法水。汤公为御史，大怒，捕达
观，痛笞之，系狱以死。”［１］２７６这件事即出自其祖父
的亲口讲述，很能表现汤兆京的嫉恶如仇，不避权
贵的风范。
其次，视野由大变小，描写细腻生动。因为侯

方域的传记文创作不刻意联系家国天下、治乱兴
亡的大题目，而关注于时代风云激荡下的个体命
运，所以从视野上来说，由大而小，侯方域以此审
视传主的生命历程，往往能够以较小的生活琐事，
来表现传主的独特风神，取得以小见大、细腻传神
的艺术效果。如《司成公家传》记述其叔父侯恪，
即紧紧抓住其“嗜饮酒”的癖好，以此点染其生平
经历：拒却门人攀附时是“公固闭阁，不与通，日召
其故人饮酒”［１］２５２；面对奸人的劝诱，他“大怒，推
案起，酒羹覆尔耕衣上淋漓”［１］２５３；被魏忠贤贬逐，
离开京师，门人弟子置酒送行都门外时，“公饮酣，
遍顾二十三人者曰：‘吾归矣，幸无腼颜以羞诸生，
诸生第识之：异日有言诸生为好人者，乃吾弟子
也，诚不愿诸生为好官’”［１］２５３；最后因为感愤天下
事，纵酒酣饮，因而病逝。好饮酒本是日常生活习
惯，作者却天才般地以之与其生平经历、性情品格
联系起来，虽然写的都是小事，却生动地表现出传
主的独特风神，使其人须眉若现，栩栩如生。
最后，避免道德拔高，形象富于人情味。“宏

大叙事”的好处在于使文章的主题向高远处延伸，
获得普遍的道德意义，从而使传主的生命经历获
得更为广阔的伦理属性，在这种叙事策略的安排
下，往往能使传记显得更有历史感和道德神圣感。
与之相比，“私人叙事”可以避免“宏大叙事”可能
出现的道德拔高，在更贴近生活真实的层面上，塑

造出更贴合生活、更符合人性的传主形象，使人物
变得可亲可感，富有人情味。如《宁南侯传》在写
到左良玉即将被委以重任时的一件趣事：

　　即夜遣世威前谕意。漏下四鼓，司徒公
竟自诣良玉邸舍请焉。良玉初闻世威往，以
为捕之，绕床语曰：“得非丘磊事露耶？”走匿
床下。世威排闼呼曰：“左将军，富贵至矣，速
命酒饮我。”引出而谕以故，良玉失色战傈，立
移时，乃定，跪世威前，世威且跪且掖起之。
而司徒公至，乃面与期。［１］２８２

日后骄横跋扈的大将军竟然也有这般狼狈的

往事，让人忍俊不禁，但结合其当时处境，细细想
来，又完全符合生活的逻辑和人性的弱点。

２．“私人叙事”倾向的成因。首先，从家庭的
环境来说，其父祖辈皆官至高位，历任清显：“祖执
蒲，官太常卿；父恂，崇祯间官户部尚书；叔父恪，
官大司成”［１］１１８６，且其父祖立身方正，不阿附势焰
熏天的阉党，受到迫害后仍不改初志，很得当时士
林的赞誉，“风节皆为世所仰重”［１］１１８８。出身于这
样的家庭，侯方域不仅平常能够聆听长辈教诲，其
所结交的人物也多是当世英才，所以在传记文的
写作中，他在传主选择上并不需要“舍近求远”，因
为自己的父祖辈，朋友辈（如徐作霖、张渭），以及
与父祖有交往者（如左良玉、汤兆京），都是矫矫不
群的英才，为他们作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就形
成了他在传主选择上的“私人化”倾向。
其次，从个人的经历和性情来说，侯方域是一

个交游广阔，且一往情深之人。
明清之际，士大夫极看中名节，士林的舆论对

此也极为严苛，一旦出仕清廷，便成为“千夫所指”
的衣冠丑类，出处之间的抉择关系到“生前身后
名”，所以大多数士大夫都非常慎重。作为一个家
世清贵的著名才子，侯方域更是爱惜自己的羽毛，
但是在顺治八年，当他的父亲侯恂受到清廷的逼
迫，非出仕不足以保身的时候，侯方域毅然决然地
放下了对名节的坚守，选择了参加清廷的科举考
试：“当事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有司趋应省
试，方解”［１２］，这就是后来备受后人诟病的“晚节
不终”一事。不惜葬送名节以护老父周全，由此可
见侯方域对父亲的深厚感情和对家庭的责任感。
侯方域对朋友真挚诚恳，是一个笃于友情的

人。在“甲申国变”后，侯方域的朋友或死或隐，渐
渐飘零，这让他想起来总觉无限感伤。比如方以
智，是他崇祯十二年在南京时结识的一个挚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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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后失去音讯，后得知其披缁为僧，马上去信慰
勉，这封信写得情深意重，感人泪下，其中一个细
节更能见出其对方以智的友情之深：“其后相失，
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指的是方以智赠
送的一件衣服）无斁，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
尝稍解而灌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１］５６４再如
吴应箕，在国变后抗清而死，侯方域为纪念他而写
的《祭吴次尾文》悲痛呜咽，让人不忍卒读，其中有
言：“然不欲为文者，以未悉授命时本末，恐万一乱
真，失吾次尾。今定生乃为我言：次尾战败，危坐
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
呜呼！今而后，吾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
怼；次尾果死，次尾固在！”［１］５３８在《商丘县志》里曾
记载一件轶事：“顺治初，山东余寇末平，自东南达
京师者，皆取道于宋。时计偕年有一孝廉过宋，于
近地被盗劫，行不能行，朝宗周其资斧以去。因急
鬻一庄，得千金余，遂令傔于宋之四郊。”［１］１２００急人
之难，仗义疏财，从中可以看出他平素的为人处世
中笃于友谊的一面。
正因为侯方域深于友情，深于亲情，所以在写

作朋友和亲人的传记时往往更加关注传主的性情

才华和个人遭遇；激赏其才华，同情其不幸命运，
感慨时代加之于个体生命之重压，也就自然成为
了他抒写的主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私人叙事”的

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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